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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結成 醫生 

 

一河之隔：病人知情權的差距 

 

「政治正確」令如今行文上要避免「中港兩地」的寫法，以免誤把香港劃在中

國之外，但在討論中國內地和香港的病人知情權的時候，難免會講「兩地差距」。

過去四分一世紀，內地逐步改進有關病者知情權的規章和法例，兩地差距正在縮

窄，但一河之隔仍有差別，香港的病人知情權以個人權利為起點，內地較多以家庭

為本，遇上嚴重或緊急情況，近親主導醫療決定頗為常見，有時因非理性的決定引

起悲劇，引發社會議論。在癌症病例，尤其多見向病者隱瞞病情。 

 

改進起點 

改進的起點，有人從 1994年開始說，也有人從 2002年說起。前者是針對醫

療機構管理的行政法規，列明病者知情權包括了對自己的病情、診斷和治療知情；

後者針對的是進行的醫療活動時，應當由病者本人簽署同意書。著手的方式是試行

病歷書寫的基本規範，除了病者不具備行為能力之外，凡特殊檢查、治療、手術

等，都要病人簽署。 

這在香港看來十分基本，但當年在內地是很大的一步了。支持和理解的醫師認

為，手術由病人自己簽字，是尊重知情權也是尊重人權，但新規定給醫生提出了新

的課題，要讓病人明白手術的風險又要讓病人安心手術，並不簡單。過去習慣向病

人隱瞞病情，如今要尊重病人的知情權，也需要一個過程。有些醫生，尤其是中

醫，就懷疑新的規定有沒有好處，遺憾這忽視了簽字對病者心理的影響。 

更嚴重的異議說，從法律上講，要病人簽字很公平，但同意書把手術中、手術

後可能出現的嚴重情況一一臚列，好像要病人簽「生死契」，質疑是不是太殘酷？

是否缺少了人文關懷？ 

無論如何，改革沒有止步。2009年頒布的《侵權責任法》，確認了病者知情同

意權的獨立地位。「獨立地位」指的是相對於近親屬，病者有自主的權利。 

 

病人自主大不易 

在《中國法院網》讀到劉成瓊文章(24/12/2015) ，可見要讓病人有獨立的知

情同意權是多麼不容易。尊重病人知情同意權的基礎是尊重病人自主，並不是簡單

的手術前簽字制度，但社會文化並未配合，而且《侵權責任法》的條文也有一些含



糊，確定性和適用性都意見分歧，例如一方面用多條條文規定了對病人知情同意權

的重視，但也留有空間給病者近親屬行使多項病者的代理人權利。有一條規定是

「不宜向病者說明的，應當向病者的近親屬說明」，但什麼是「不宜向病者說明」

的範圍呢？這可以很窄理解，也可以演繹到非常闊。怕病人受不了壞消息，醫生就

只與親屬溝通嗎？ 

在法例留有空間讓醫生酌情處理本身不是壞事，前提可能是專業判斷要有足夠

的訓練，專業意見也要包含尊重病人。還有，要小心判斷家人又有沒有尊重病人意

願。 

在新近出版的書《如何走下去 — 倫理與醫療》我有一章〈病人自主與家庭參

與〉，其中引述台灣學者李錦虹、洪梅禎，指出家庭未必都是和諧的，家庭功能也

未必正常。因此，有些家庭情況很複雜，成員彼此的關係或許連好友都不如，亦可

能充滿了各種負面情緒以及經濟上的利益衝突，可能要「健全的家庭」和「不正常

的家庭」。 

 

隱瞞病情徒勞 

山東臨沂市人民醫院腫瘤科公維宏醫師的網誌文章很直接，有一篇乾脆起題目

為〈癌症：家屬對病者隱瞞病情 既不科學也徒勞〉。文章引述多篇國內外調查，說

明癌症病者大都希望知道自己的病情。並非西方奉行個人主義的社會才是這樣，在

日本，一項福岡大學組織的調查顯示，85.7%的被調查日本癌症病者希望獲知自己

的病情資訊。在中國內地，四川大學華西醫學院進行了一項對 1023名中國癌症病

者及家屬的調查，90.8％的被調查中國癌症病者認為應該讓早期癌症病人知道病情

真相，60.5％的被調查癌症病者認為應該讓晚期癌症病人知道病情真相。 

公維宏認為，若醫護人員無法向病者坦白講解病情，也就無從向其提供有針對

性的心理支援，結果會進一步加重了病者的心理負擔。長期對癌症病者隱瞞病情也

是不切實際的：病者總能從蛛絲馬跡中得知真相。對癌症病者一直隱瞞病情，有如

於導演一場長期、全天候的話劇：指望病者家屬、醫護人員乃至病者病友都要有高

超的演技，天衣無縫地編排「善意的謊言」，顯然不切實際！ 

 

香港的問題 

內地的規章和法例逐漸接近香港的病人知情權概念，不是學香港，只是採納了

國際通行的尊重病人自主的價值觀。兩地長久以來有差距，也不一定是香港的思維

更「先進」，很大程度是因為香港向來實施的普通法是以個人權利為本，久而久之

成為社會文化。即使如此，在實際操作上，家人仍有很大的發言權。 

前面引述劉成瓊的文章，對內地醫療同意書的實踐情況有直率的批評，其實香



港在使用醫療同意書的時候，也有不理想的情況。劉成瓊對內地醫療的具體批評同

樣可以套用於香港：醫護人員在工作上履行告知病人的職責，但有時不免流於形式

化機械化，例如根據標準格式「照本宣科」，簡單複述，忽略實質的交流過程。另

一現象是，為要減少法律風險，同意書的告知的範圍日漸擴大，涵蓋併發症的風險

越來越多，病人吃不消。香港的「問題」可能還在於：現有方式「行之有效」，再

思量改進的動力相對小。 


